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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票据法中的无权利抗辩
郑宇*

（哈尔滨工业大学 法学院，哈尔滨 150001）

摘要：无权利抗辩是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持有人无权利，拒绝其权利行使的抗辩。其不同于物的抗辩、人的抗辩与有效性抗辩，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虽然无权利抗辩是全部票据债务人都能够提出的抗辩，但基于票据的流通性，并出于对票据第三取得人保护的需要，其会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受到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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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利抗辩的存在范域是票据本身有效，票据债务人也有效地负担票据债务，但是持票人并没有取得相应的票据债权。可见，无权利抗辩是关于票据权利取得的抗辩，其与物的抗辩、人的抗辩与有效性抗辩不同，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虽然无权利抗辩是全部票据债务人都能够提出的抗辩，但是，基于票据的流通性，并出于对票据第三取得人保护的需要，其会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无权利抗辩的适用范围与效力
所谓无权利抗辩，是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持有人无权利，拒绝其权利行使的抗辩。[1]其是在票据债务负担行为已经有效成立的情况下，因票据权利移转行为而产生的抗辩。因此，无权利抗辩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抗辩：第一，原因关系无效、消灭的抗辩。在票据行为二阶段说[1]中，票据权利移转行为是有因行为，所以在原因关系无效、消灭的情况下，取得人并不能获得票据债权。因此，票据取得人是无权利人，由此产生的抗辩是无权利抗辩。不过，此种情形下产生的抗辩，并不一定都是无权利抗辩，有时还会构成人的抗辩。[2]第二，意思表示瑕疵的抗辩。在票据行为二阶段说中，意思表示瑕疵主要是票据权利移转行为中的意思表示瑕疵，对此可以直接适用民法关于意思表示的规定。所以，基于此的票据权利移转行为会被撤销或无效，进而使票据取得人成为无权利人。第三，交付契约欠缺的抗辩。在票据行为二阶段说中，行为人认识或应该认识票据并在其上署名，票据债务负担行为就有效成立，至于票据的交付与否并不对其产生影响。但是，交付作为票据权利移转行为的共同形式要件，对票据权利移转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即在票据交付欠缺时，票据权利并不发生移转，此时的票据取得人只能成为无权利人。

在发生无权利抗辩时，通常全部的票据债务人对该持票人都能够提出抗辩。因为票据持有人在实质上并不是票据债权人，所以各票据债务人当然能够对其提出抗辩。不过，在无权利人转让票据权利时，如果仍然赋予该抗辩这样一种效力，则有所不妥。因为让与人是无权利人这一事实并不体现在票面上，所以受让人不可能知道此种情况。此时，如果允许票据债务人毫无限制地对其进行抗辩，会严重损害受让人的利益，这有违票据法的正义理念。而且，这样一来，还会妨碍票据的流通，也不符合票据法的特殊理念。[3]因此，当票据进行流通时，应该对票据债务人的无权利抗辩进行相应的限制。不过，此种限制在什么范围内进行，则应该根据善意取得制度确定。即受让人在无恶意和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根据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法受让票据时，其就可以原始地取得票据权利，不会受到票据债务人的抗辩。此时，出现这样一种结果是因为受让人对于让与人的无权利是善意，而且其票据权利的移转也符合票据法的规定，所以显然不存在对其非难的理由，相反，还存在予以保护的理由。[2]
二、无权利抗辩的存在价值——在与物的抗辩、有效性抗辩及人的抗辩的关系中体现
在传统抗辩理论[4]中，通常将无权利抗辩作为人的抗辩之一种，因为此种抗辩只能对无权利人即票据持有人提出。[3]但是，同时也存在着另外一种观点。该观点认为，只要票据持有人是无权利人，那么全部的债务人都可以对其提出抗辩，所以其类似于物的抗辩。[4]但是，正如前面所述，无权利抗辩是以票据债务的存在为前提，其不过是主张与该票据债务相对应的票据债权并不属于票据持有人。因此，其不同于物的抗辩、有效性抗辩以及人的抗辩，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一）无权利抗辩与物的抗辩的关系

无权利抗辩不同于物的抗辩，二者在适用范围和效力上存在明显的区别。在适用范围上，物的抗辩是基于票据记载和基于一定法律制度而产生的抗辩，而无权利抗辩是基于票据权利移转行为中的瑕疵而产生的抗辩。在效力上，物的抗辩能够对抗全部的票据持有人，而无权利抗辩只能对抗特定的票据持有人——无权利人或不符合善意取得条件的第三取得人。因此，不能将二者混淆。

即使在传统抗辩理论下，也不能将无权利抗辩作为物的抗辩。传统抗辩理论根据抗辩效力的不同，将票据抗辩分为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其中，物的抗辩是票据债务人对抗全部票据债权人的抗辩，人的抗辩是票据债务人只能对抗特定票据债权人的抗辩。[5]可见，二者区分的标准主要体现在持有人一方。这样，在物的抗辩中的持有人是“全部”，在无权利抗辩中的持有人是“特定”，所以不能将无权利抗辩等同于物的抗辩。

（二）无权利抗辩与有效性抗辩的关系

在新抗辩理论[5]下，有效性抗辩是关于票据债务是否成立的抗辩，而无权利抗辩是在票据债务有效成立的前提下，关于票据债权所属的抗辩。因此，二者具有明确的界限。

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在有效性抗辩中，只要行为人在票据上署名，就满足了权利外观理论要件中的归责事由，所以应该根据善意取得的类推适用，排除有效性抗辩。这样，有效性抗辩和无权利抗辩相类似。[6]对此，笔者认为，将善意取得制度作为有效性抗辩排除的根据并不妥当。善意取得制度是在让与人为无权利人的场合，为保护票据受让人的利益而特别设计的制度。其“只能解决权利的归属问题，并不能使不存在的权利因善意取得的成立而存在”，[7]所以其不可能作为有效性抗辩排除的根据。可见，有效性抗辩与无权利抗辩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抗辩，不应该产生混同。

（三）无权利抗辩与人的抗辩的关系

从前，通常将无权利抗辩作为人的抗辩之一种来考虑。其认为，票据权利是原本受到人的抗辩制约的权利，即是欠缺的权利。这样，无权利抗辩就是票据权利欠缺的极限场合，是在人的抗辩的延长线上存在。[8]但笔者并不赞成此种观点，认为无权利抗辩应该是一种独立类型的抗辩，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无权利抗辩中，只要票据持有人是无权利人，全部债务人都能够对其提出抗辩。而在人的抗辩中则不然，人的抗辩是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票据外事由产生的抗辩，所以为了保证票据的流通，其只能在当事人之间提出。可见，在效力方面，无权利抗辩和人的抗辩并不完全相同。[9]
第二，如果将无权利抗辩作为人的抗辩之一种，还会产生以下的难题。限制无权利抗辩的根据是善意取得，即取得人从无权利人处受让票据时，只有其不存在恶意和重大过失，才能够取得票据权利，其反面就是票据债务人不能对其提出无权利抗辩。此时，如果将无权利抗辩作为人的抗辩之一种，那么就意味着无权利抗辩根据人的抗辩切断制度受限制，即取得人只要不是有害于债务人而取得票据，就能够受到保护，票据债务人不能对其提出抗辩。这样，二者在对票据取得人保护的问题上出现了竞合。但是，因为其各自保护的依据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在此问题上出现了矛盾乃至不均衡。为此，出现了两种解决方案：其一，限定票据抗辩切断制度中害意的含义，将其与恶意、重大过失等同，即同化主观要件。[10]其二，因被盗或遗失丧失票据占有时，取得人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受保护；因保管等违反票据委托意旨丧失票据占有时，取得人则是根据人的抗辩切断制度受保护，即在适用上进行分配。[11]

但是，无论何种解释都忽略了善意取得制度和人的抗辩切断制度是属于不同层面的制度这样一种特点。善意取得制度是治愈票据权利取得行为中的瑕疵，使票据权利归属于善意受让人的制度。可见，其是解决票据权利归属于丧失票据占有的人，还是归属于善意取得人这一问题，即关于权利所属的问题。人的抗辩切断制度是在票据持有人适法取得票据权利，成为票据权利人的前提下，解决该权利是否会因当事人之间的票据外事由而不能行使的问题，即关于权利存在的问题。正是这种性质上的差异，导致二者在主观要件上存在差异。因为善意取得制度是针对票据取得行为自身的瑕疵问题，不但持有人本身是当事人，而且不问原权利人丧失票据的理由，所以取得人只能在没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会被保护。在人的抗辩切断制度中，因为人的抗辩是在票据债务人与取得人前手之间存在，所以取得人不过是第三人。而且，票据债务人是基于自己的意思为票据行为，对此其存在归责事由。所以，原则上人的抗辩受到限制，只有在取得人具有害意的场合，才例外地承认票据债务人的恶意抗辩。[12]可见，善意取得制度和人的抗辩切断制度是机能不同，各自独立的制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体法上都应该对二者进行明确的区别。

主张票据持有人是无权利人的无权利抗辩，应该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受到限制。如果将其作为人的抗辩，根据抗辩切断制度受到限制，则混同了善意取得制度和人的抗辩切断制度的机能，是不妥当的。

三、无权利抗辩的排除——票据善意取得制度
（一）票据善意取得概说

票据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了确保票据交易的安全而出现的。本来，在票据权利移转过程中，如果让与人是无权利人，那么受让人就不能取得票据权利。但是，如果转让的票据是背书连续的票据，那么受让人对于让与人是否是无权利人就不能通过票据进行判断，因此有必要对票据受让人进行保护。即票据受让人根据背书取得背书连续的票据时，只要其对于让与人的无权利没有恶意和重大过失，就能够原始地取得票据权利。[13]可见，在无权利抗辩中，票据受让人能够根据善意取得制度获得保护。即当票据让与人受到无权利抗辩时，如果受让人对其前手是无权利人没有恶意和重大过失，那么其就能够成为票据权利人，不会受到来自票据债务人处的无权利抗辩。

民法中也存在善意取得制度，其主要是指动产的善意取得。[14]将票据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与民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相比，其不同主要体现在构成要件上，即票据的善意取得以重大过失为要件，而动产的善意取得只以过失为要件。[15]

（二）票据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受让人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时，必须满足以下的要件：

第一，票据必须存在连续的背书。因为善意取得制度是保护信赖票据外观的取得人，所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时，首先应该存在这样一种外观。[16]但是，如果在票据上欠缺部分背书，其欠缺部分是根据合并、继承等背书以外的方法移转票据权利，那么在此种情况下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例如，A以B为收款人出票，C根据继承从B处取得票据，并背书转让给D。E从D处盗走票据，并伪造DE间的背书，然后将票据背书转让给无恶意、重大过失的F。此时，对于是否应该承认F的善意取得，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既然在BC间欠缺背书，就不能认为该票据是背书连续的票据，所以不应该承认F的善意取得。[17]但通说认为，此种场合下应该承认F的善意取得。在理论上，背书连续的票据持有人是形式上的资格人，这是集合每个背书资格授与效力而产生的结果，可见，承认背书资格授与效力比承认一般原则对持票人更有利。在上述场合中，如果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则会使票据取得人处于比适用一般原则时更不利的地位。[18]笔者支持少数说的观点。因为在上述情形下，对于F来说，接受一张在形式上有瑕疵（即背书不连续）的票据时，对其上的权利是否正常移转理应有所注意，欠缺此种注意而受让票据应该说具有重大过失，因此不能取得票据权利。

第二，根据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法并在期限前取得票据。当取得人根据继承、合并等背书以外的方法取得票据时，其不能受到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例如，在被继承人是票据盗取人的场合，即使其继承人对于票据是盗窃物没有恶意和重大过失，也不能取得票据权利。虽然存在背书，但该背书是期限后背书时，受让人也不能受到善意取得的保护。此处的期限后是指拒绝证书作成后或拒绝证书作成期间经过后，进入票据追索的阶段。此时的票据债权转化为一般债权，[19]所以当然不能适用。此外，在委托取款背书、质押背书、指示禁止背书的场合也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20]因为此时也不存在票据的流通，没有以保护流通为己任的善意取得的适用。

第三，取得人没有恶意和重大过失。因为善意取得制度是在让与人为无权人的情况下确立的，所以其恶意、重大过失的对象当然是让与人为无权利人这一事实。至于恶意、重大过失的具体含义，学者间存在不同的见解。其中，对于恶意的内涵，观点较为一致：其是指取得人现实地知道让与人为无权利人。[21]对于重大过失的内涵，则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重大过失意味着取得人明显欠缺交易上的必要注意，即进行票据交易的人如果存在通常的注意，就能够知道交易相对方不是票据的适法持有人。此时，因为不注意的程度很重，所以称其为不能知道事实而取得。这是将过失的程度作为问题。[22]另一种观点认为，重大过失并不是过失程度的问题，而应该准用恶意的内涵。因为，如果将重大过失作为过失程度问题，那么程度上的差异就相当于要求相对方存在积极的注意义务，这有害于交易的安全。因此，从具体情况出发，如果都认为相对方应该知道，而相对方不知道，那么其就具有重大过失。[23]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较为妥当。如果将重大过失和恶意等同，那么就相当于将善意取得制度和人的抗辩切断制度的主观要件同化。正如前面所述，基于二者的不同功能，不能将其主观要件同化，所以采用第一种观点较为合适。[6]另外，恶意和重大过失有无的判断，应以票据取得时为准。善意取得是保护对于让与人为无权利人这一事实没有恶意的票据取得人的制度，如果对于恶意、重大过失有无的判断不以票据取得时为准，就会使善意取得制度没有意义。[24]这样，只要受让人在票据取得时没有恶意和重大过失，即使其后存在恶意，也不妨碍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三）票据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当受让人从无权利人处受让票据时，如果其满足善意取得的上述适用要件，就能够原始地取得票据权利。而且当该票据再次进行转让时，从善意取得人处受让票据的人，原则上能够获得善意取得人的地位。[25]即使该受让人根据背书以外的方法取得票据、或对其前手的再前手是无权利人具有恶意和重大过失，即不符合善意取得的适用要件，其也一样能够获得票据权利人的地位。例如，A以B为收款人出票后，C从B处盗取该票据，并伪造BC间的背书，将其背书让与给D。此时，如果D成立善意取得，那么从D处受让票据的E，无论其是否满足善意取得的适用要件，都能够对A或C行使票据权利。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结果，是因为受让人能够继受取得让与人权利。在票据转让过程中，如果让与人是权利人，那么受让人当然能够完全取得让与人的权利。

不过，在善意取得的票据权利再次被让与时，还存在一种例外情形。即A以B为收款人出票后，C从B处盗取该票据，并伪造BC间的背书，将其背书让与给D，D成立善意取得之后，C再次从D处受让票据。此时，如果仍然承认C取得善意取得人D的地位，则明显不当。因为，原本C从B处盗取票据时，其是无权利人，不能对A行使票据权利。如果承认C取得善意取得人D的地位，那就意味着根据善意取得人D的介入，其能够成为票据权利人，可以对A行使票据权利。这样一来，就表明票据法承认了B因盗取票据这一违法行为而获得的利益。[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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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票据行为二阶段说属于创造说的一种。其认为，票据行为由票据债务负担行为和票据权利移转行为构成，并且这两者的性质和成立要件有所不同。前者具有不同于一般法律行为的性质，即票据行为的性质，因此有其特殊的成立要件。后者与一般法律行为的性质相同，能够适用民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原则上适用契约的成立要件，例外地适用善意取得的规定。

[2] 其主要是指A出票给B，B背书让与给C，BC间的原因关系消灭、无效、不存在，C向A请求票据金额支付的场合。当B对C能够行使票据返还请求权时，产生无权利抗辩。当虽然原因关系已经消灭，但仍然应该承认C的权利行使时，即持票人没有丧失保持票据权利时，产生人的抗辩。

[3] 票据法与其他法律相同的理念是正义，特殊的理念是保护交易安全和促进票据流通。

[4] 在形式或实质上将票据抗辩分为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的学说称为传统抗辩理论，其是与新抗辩理论相对而言的。

[5] 新抗辩理论是以权利外观理论为基准，对票据抗辩重新进行分类，即将全部的票据抗辩分为物的抗辩，人的抗辩和有效性抗辩三类。

[6] 关于此问题的具体阐述，参见本文二（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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